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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一章　　　导　　　　

农商关系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经济思

想。它既有其演进嬗变的过程和规律，又有其

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了解中国农商

关系思想发生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基本规律，把

握它与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乃是我

们在展开其具体内容之前需要做的事情。

一、中国农商关系思想的演进嬗变

农商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

既包括事实上的农商关系，也包括学理上的农

商关系。这二者之间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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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归根到底，学理上的农商关系即农商关系理论是对农商关系

实践的反映。但是，一方面，农商关系理论反过来又对农商关系

的实践起着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农商关

系思想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和演变历程。粗略地看，中国

农商关系思想的演变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西周至春秋

战国时期的“农商俱利”观念，秦汉至唐前期的“重农抑商”思

想，自唐中叶起至宋渐为明晰及至明清稍成气候的“农商并重”

理论和近代以来由此延伸、扩展出的“商战论”、“实业论”。

（一）古代早期的“农商俱利”

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人类自古至今经历了一个由漫长

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商品经济的过程。正如李埏先生的《经济史

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所言：“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

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 所谓自然经济，就

是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和主体的经济形式；所谓商品经

济，则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形态。在古代

社会，人们生活的物质需求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统治阶级实施政

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主要产生于农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农业

是“整个古代世界 。因此，在古代人的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思想的观念上首先产生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是符合人类认识和

实践的基本规律的。西周每年立春日隆重举行的“籍田”大礼，

便是周王朝重农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也表明重农、尚农已成为

国家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早期产生的重农思想，同当时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

李 集》第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 页，云南教育出版社
《马 卷，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页。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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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由古代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

经济是纯农业的。与世界其他各文明古国一样，中国古代早期也

大显身手的时代是一个“伊壁鸠鲁的神” 。史载，交换活动在

上古时期就已产生：“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 “尧之其所”；

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其所无 舜也，以所工易其所拙”；

。商、周时曾“贩于顿丘，就时负夏” 代，随着第三次社会大

分工的出现，商业得以形成和发展，据《周礼 地官司徒下》和

《汉书 地理志》等史料记载，西周已形成最早的商人和商业资

本，产生了商品经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消

费欲求的增加，土地自由买卖的广泛兴起，促使商品流通进一步

扩大，商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

展的第一个高峰。商品经济发生发展的客观事实，必然会引起古

圣先贤思想上的反映和理论上的探究。因此，中国古代早期在重

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同时，重视商业或者说不轻视商品经济的思

想也得以逐步产生和发展。

西周在意识形态上固然重农，但并不轻商，甚至从某些方面

看还是重商的。西周“以九职任万民”，规定“六曰商贾，阜通

财贿”， 肯定了商业的专门化。《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

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主张

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周文王说：“士大夫不杂

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工攻其材，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页 。第
《易 系辞》。
《淮南子 齐俗训》。
《尚书 大传》。

天官《周礼 冢宰》。
《史记 货殖列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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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其财”，“业而 表明“商”作为明确分专，然后可以成治”，

的职业分工，已成为有别于士、农、工的社会经济专门行业，对

治国安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诚如《诗 大雅》所言：“如贾三

倍，君子是识”，“商”的利源意义已为西周圣贤所认识，因而从

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分别论述了商业经济的重要性，一致主张士、

农、工、商各列门类，各司其职，共同发展以促成国富民安，这

些重商倾向也可以说是农商并重的意识，在春秋时期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和学术争鸣的浪潮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演化成了

初具系统的“农商俱利”观念。

春秋时期，真正从理论上分析阐发农商关系的，当推管仲。

但是，明确提出“农商俱利”观点的，则是范蠡。

管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将人口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集

团，提出了著名的四民分业定居论，认为工商与士农同等重要。

但同时他也主张国家运用权力对商品经济进行调控，对四民按比

例制定编制以限制商人的增加，保证农商两个领域中劳动力的大

体平衡，杜绝“野与市争民”的现象，并做到“陆阜、陵墐、

井、田畴均”， 合理配置商市和农耕资源 ，实现农商协调，以

避免“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訾” 。管仲关于商人的本性、作

用、行为方式、二重性和国家运用权力调控农商关系的思想，内

在地包含了国商互惠、农商俱利的观念，充满了辩证法的意蕴，

因而在后世农商关系思想的发展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范蠡生活在商人资本获得较大发展的春秋末年，他在退出政

治舞台后从商而成了当时举世闻名的巨万富翁，因而他站在新兴

商人阶级的立场上阐发其经济思想，既在一般意义上强调重视商

《逸周书 程典》。
《国语 齐语》。
《管子 七臣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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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又在贸易和价格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经营之道。但他同时又是

一位富有统治经验的杰出政治家，因而他从封建政治统治的角度

又主张国家应管理市场，调控价格，协调农商关系，以达农商俱

利。这主要反映在他著名的“平粜齐物”论中。他说：“夫粜，

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

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

道也。” 这里需要指出，“农末俱利”的“末”字系司马迁以其

所生活时代的习惯用语而记载的，殊非范蠡原文。因为范蠡作为

一个巨富大商，不大可能自践其业，称商为“末”，事实上把商

称作“末”是从战国中后期开始的，所以原文应为“农商俱利”。

范蠡这段话的意思，简要地说，就是“谷贱伤农”，谷贵损商，

只有平粜齐物，才能农商俱利。这就是范蠡所谓的治国之道。

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的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的转化，

“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业活

动从官府转到了民间，私商日益增多，官商更趋衰败，私商完全

取代官商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 商才辈出，周流天下，使新兴商人阶层

的队伍迅速壮大。除了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多钱善贾”的巨富大

商之外，新兴商人阶层中更多的是从商业奴隶、农奴和农民转化

而来的，还有平民经营商业的中下层商人。他们或坐列贩卖，或

肩挑货担往来于城乡之间，或自产自销，工商合一。他们不耕

获，“却利有攸往”，能“利市三倍”，因而被称作“市井之臣”。

有的大商人富比王侯，与“王者同乐”，并在经济上对生产者进

行控制，甚至运用商贾之术渗入政治，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

货殖列传》。《史记
《史记 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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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富商大贾““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金玉其

“巧伪趋利 重利轻德，得利忘车，文错其服”， ，贵财贱义”，

形，声色犬马，生活奢靡。凡此种种，其一，产生了市井与田野

争民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其二，夺占了官府的经济

利益，侵袭着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其三，商人队伍的壮大几成

一股政治势力，摇撼着封建政体；其四，极少数大商人败坏风

俗，冲击了正常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

遍反感。这些情况，必然导致上层建筑领域改变对商业和商人的

看法，从而调整农商关系。于是，战国时期便成了古代早期农商

关系思想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发生转折的时期。

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认为农业是财

富的唯一来源，提出了“谷贱伤农”、“农伤则国贫”的观点，形

成了具有创见的重农思想。为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李悝主张禁

止除“女工”外的手工业生产。他指出：“雕文刻镂，害农事者

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

源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在他看来，除解决衣

食问题的“农事”和“女工”外，所有“雕文刻镂”和“锦绣纂

组”都是生产奢侈品的“技巧”之活，超出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

生产范围，均属“伤农”“害农”之事，因而应予禁止。由此，

李悝提出了“重农抑奢禁技巧”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表示出

轻商的倾向。

战国中期，商 在秦国实行变法，推行以农为“本”、农战

结合的政策，提出了重农限商禁技巧的主张。他说：“民之内事，

《史记 货殖列传》。
《国语 晋语》。
《汉书 地理志》。
刘向：《说苑 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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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

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 因为“农之

用力最苦，而赢利少 如果轻治，就会，不如商贾技巧之人”，

引起农商失衡，贫富悬殊，导致奢侈品生产者赢利、无市籍的弃

农从商者增多，所以必须实行重治。照商鞅的观点，所谓重治，

一是要“僇力本业”， 采取有力措施奖励农战；二是要禁末，

亦即禁“技巧”和“游食 三是要限商，即限制商人的增多和

商人的发展。为了“令民归心于农”， 商鞅采取了许多限商的

措施和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商鞅只是为劝农而限商，

并没有轻商而主张抑商，也没有否定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他

曾经指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农辟地，商致物，

官法民”， “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可见，商鞅在

理论上对商业和商人是肯定的。他主张限商，意在协调农商之间

的比例关系，限制商人多于农民、商利大于农利，以求农商平

衡。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商鞅的农商关系思想基本上仍属于“农

商俱利”的范畴。

稍后于商鞅的荀况，认为农商同等重要，“农以力尽田，贾

“农商皆能以财货以察尽财”， 让” 。但他同时指出：“田野县

鄙者，财之本也”， 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而商业却不生产

财富，只是流通和交换财货，所以，“工商众则国贫” 。显然，

《商君书 外内》。
《商君书 外内》。
《史记 商君列传》。
《商君书 农战》。
《商君书 去强》。
《商君书 弱民》。
《商君书 去强》。
《荀子 荣辱篇》。
《荀子 正论篇》。
《荀子 富国篇》。
《荀子 富国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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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况已经认识到，在古代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非生产者超过生

产者，国贫即成必然。为此，他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

征， 既要“省工贾，众农夫”， 又要促使“商省商贾之数”，

从而达到农商平衡，各获其利，各得其所，群贾敦悫无诈”，

有分而不争。可见，荀况虽然是一个重农主义者，但并不轻商，

也不主抑商。他提倡“省商”，旨在调节农商比例。

战国末年，韩非第一次运用“本末”概念分析农商关系，初

步提出了“农本商末”的口号和“重农抑商”的主张。他说：

农民是财富的唯一生产者，而工商之民则““富国以农”， 不垦

，专靠“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而食” 时，而侔

农 。因此，他视商人为“蠹虫”，把商人与学者等并称夫之利”

为 。当然，韩非并非不知商业的社会作用，也社会的“五蠹”

并非不承认这种作用。他曾说过：“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

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则入多。” 但是，为了保证

农业的本务地位不受摇撼，他只重视农业生产，而反对重视和发

展商业。

战国时期的农商关系思想，经历了从李悝的“重农抑奢”到

商鞅的“重农限商”和荀况的“重农省商”，再到韩非的“重农

抑商”等主要阶段的不断演化，已经显现出古代早期的“农商俱

利”观念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重农抑商”思想，在进入秦

汉以后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尽管在秦汉以后长

王霸篇》《荀子 。
《韩非子 五蠹》。
《韩非子 显学》。
《韩非子 五蠹》。
《韩非子 五蠹》。
韩非子 难二》。

《荀子·富国篇》。
《荀子·君道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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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在着抑商与反抑商的论争，但至少在唐中叶以前，可以说一

直是“重农抑商”在经济思想中居主导地位。

（二）秦汉至唐以前的“重农抑商”

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秦始皇在琅

邪石刻中明确强调：“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

是富”， 将“重农抑商”确定为一项富民兴国的基本国策。这

表明，“重农抑商”思想已开始成为封建中国的经济指导思想。

进入西汉，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使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商业的功能及作用充分显示出来；另方面，商业的发展又给小农

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重商思想和重农抑商思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司马迁、

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主张重视和发展商业。司马迁认为，

农、工、商均系“富国”、“富家”的源泉；对汉初“开关梁，弛

山泽之禁”表示赞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富商大贾，周流天

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主张富无恒业，提倡“末业”

致富，并在《货殖列传》中为富商大贾立传 。桑弘羊认为，

“富国非一道” ，强调商业是致富的本源，主张“开本末之途”，

“通有无之用” ，公开宣称“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

也”，宣扬商业至上。

与之相对，更多的思想家主张重农抑商。贾谊认为，“今背

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欲，日日以长，

秦始皇本《史记 纪》。
货殖列传》《史记 。

《盐铁 力耕》。论
本议》《盐铁论 。

《盐铁论 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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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之大贼也”，主张“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

。晁错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也从重农抑商的角

度提出“贵粟”的主张，认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

，已” 把重农思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重商思想与“重农抑商”的对立和斗争在盐铁会议上达到了

顶点。盐铁会议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重商思想遭到了贤良文学

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

而本业荒也”，强调“本农”才能“富邦”“、富民”，而“末盛则

，主张本亏” “崇本退末”。

值得注意的是，盐铁会议是在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的形

势下召开的。贤良文学们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打着“贵义贱

利”的招牌，对重商思想从各个方面进行攻击。从此，重农抑商

由战国法家的思想摇身一变成了儒家万世不变的教谕，像司马迁

和桑弘羊那样力倡的重商思想便逐渐消沉下去。于是，“重农抑

商”思想在秦至西汉中叶这段历史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

展，最终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经济思想。

西汉中叶以后，由于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实施管榷政策④

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遏制，日趋式微。东汉以至魏晋南

北朝，商品经济长期处于低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重农抑商”

思想走向极端，出现了排斥商品经济的主张和观点。许多思想家

和政论家从废止货币的流通入手，明确地表述了这种观点和主

张。如南朝的周朗就说：“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一

《汉书 食货志》。
《汉书 食货志》。
盐铁论 本议》。

④汉武帝任用桑弘羊行管榷政策，并不说明桑弘羊不是重商主义者。因为管榷
的中心是以官营商业排挤私营商业。之所以如此，主要就是桑弘羊看到了商业可以
富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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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 对罚。”

此，沈约说得更为明白：“民生所贵，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

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民未离，情嗜

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则余食委室；匹妇务

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

轻。 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而事有

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

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

之资，饥凶又减田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

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渴于汤

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

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

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 随之而来，整个社会的轻

商、抑商思想甚为浓厚。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极力鼓吹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告诫人们不可“轻农贵末业”。就连重视

地主 ，也不得不在其所著《齐民要术》“自序”兼营商业的贾思

中特别强调：“商贾之事，阙而不录”，以避经商之嫌。

当然，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主张发展商业的思想和观点。

东汉思想家王符对本末论作了新的解释，并据此主张发展“以通

货为本”的商业。他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

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

奇为末。三 西晋时期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

的傅玄，一方面主张“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

周朗传①《宋书 》。
《宋书 孔琳之传》。
《潜夫论 务本第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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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另方面又说：“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

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 显然，

这些发展商业的要求和主张与此前的重商思想是有着很大区别

的。王符主张农工商均各有本末，三者都要守本离末，并驾齐

驱，才能民富国强。这虽含有一定程度的辩证意蕴，但同时也罩

上了一层明显的折衷色彩。至于傅玄，提倡对商业抑而不禁，对

商人存而贱之，则更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的立场和态度。

可见，当时思想界在“重农抑商”思想占绝对统治的情况下，即

使有见识的思想家主张发展商业，也不得不打着“重本抑末”的

旗号委婉地表达出来。然而，这已经说明，到了唐前期，尽管

“重农抑商”仍笼罩着整个社会，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还占据着支

配地位，但是，思想的空间已经开始松动，重视商业的思想已开

始复苏和萌动。而正是这种复苏和萌动，为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

崛起和农商关系思想的转折，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前

提。

（三）唐宋至明清的“农商并重”

唐宋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再度崛起，出现了新的发展高

峰。在此基础上，农商关系思想又一次出现了新的历史性的转

折。这时，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虽然还不断有人加以鼓吹，

但已不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真正成了机械的教条。作为时代的

产物，一些新的农商关系思想应运而生，并对传统的“重农抑

商”思想进行了挑战和批判。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

的作用得到空前显现，人们提出了许多诸如“工商皆本论”、“商

①《晋书 傅玄传》。
《群书治要 傅子 检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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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富国论”、“农商相补论”等新观点、新思想。唐代的陆贽，虽

然强调“劝农”，但又认为“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

各有所专”，并将“通商务农 。”看成是富国的根本措施之一

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对工商业更为肯定，提出了农工

其他商“相生相养”的论断。 诸如白居易等人也都阐述过商业

北宋富国的主张。 时期，倡导商业富国论的人更多，最具代表

性的是大思想家李觏。他反对茶盐专卖，主张自由通商，认为这

样可以保证货物质量，增加商税收入、加速货币流通、减少刑罚

事件，从而达到国富民安的目的。 而苏轼等人则认为，“商贾

不行，农末皆病” 。对此，南宋大思想家陈亮也说：“古者，官

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

国病则资诸农。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

病”，把“农商相补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基于对商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主张发展商业的思想抬头。

唐代，韩愈坚决反对“官自卖盐”，主张商人自由贸易，认为这

入宋以后，可使买卖双方“两得便利”，革除官卖下的积弊。

主张发展商业的思想更盛。如苏轼说，“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

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

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反对国家垄断茶盐贸易，主张“与商

贾共利”。 就连力主均输、市易法的王安石，也有发展商业的

思想。据他说，推行均输、市易的本意就是“通有无，利商贾，

《陆宣公奏议全集》卷
《韩昌黎集》卷 《圬者王承褐传》。
《白香山集》卷 《策林二第十九》。
《李觏集》卷 《富国策上》。
苏轼：《苏东坡集 奏议集》卷
陈亮：《龙川文集》卷 《四弊》。
《韩昌黎集》卷 《论盐铁法事状》。
《欧阳修全集 居士集》卷

《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四条》。

《通进司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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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发展商业的理论已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抑兼并” 和

良好的思想氛围。

上述新思想和新观点的孕育和积累，形成了对“重农抑商”

传统教条的猛烈批判和否定。南宋时期，激进的思想家叶适公开

提出“抑末厚本， ，对传统“重本抑末”思想进行非正论也”

大胆批判，同时呼吁“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

不敢绝也” ，主张给商人参政的机会和权利。陈耆卿和郑至道

则摆脱了传统“本末”观念的束缚，提出了“工商皆为本业”的

思想。他们说：“古者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

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

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

由此，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 流行了千余

年的“重本抑末”思想第一次受到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从而开

创了我国农商关系思想变化的新局面。

明清时期，农商关系思想沿着唐宋两代开拓的方向继续向前

发展。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对商业的富国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从而

主张大力发展商业。大思想家丘浚说：“所谓财者，谷与货而

已”，“食货者，生民 “，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帛布之本也”

得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

乏，苏其困矣” 。张居正、赵南星、朱国桢等也阐发了同样的

思想。张居正提出 的主了“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 郑至道：《琴堂谕俗编》卷上。
《大学衍义补 总论理财之道》。
《大学衍义补 市籴之令》。
《大学衍义补 铜楮之币》。
《张文忠公全集 文集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绍圣四年十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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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赵南星 朱国桢则强调：指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

“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 商业被提到国家和民生“根脉也。”

、“命脉”的高度，重商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地拓展

了。

与此相适应，一些封建士大夫在家庭训教之中，也改变了以

往的轻商信条，或教导子弟要把商贾之业作为“食力资身”的常

业之一 ，或认为从事工商业与读书、务农一样均可“治生”
，

或直接提倡从事工商业。这与北朝《颜氏家训》中“贵本贱末”

的治家思想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表明重商思想确实获得了广泛的

社会基础。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对唐宋以来新的农商关系思

想即“农商并重”理论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张扬。他指出，传

统的“重本抑末”论歪曲了“古圣王之道”，并针对“以工商为

末，妄议抑之”的传统教 。这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

种既反对传统“重本抑末”又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无疑反

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

清代，进步思想家继续对“重本抑末”思想进行批判，并在

批判中不断发展重商理论。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王源认为：“重

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

商，尚可以 此后，直到为国乎？” 世纪上半叶，这种批判一

直持续不断。袁枚、俞正燮、沈垚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他们或阐释商业的重要性，或批判传统的“抑末”政策，

《味檗斋文集 寿仰西雷君七十序》。
《涌幢小品》。
姚相卿：《许云村贻
姚舜初：《药言》。
《明夷待访录 财计三》。
《平书订 财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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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鼓励人们从商，有力地推动了“农商并重”理论的发展。

与唐宋两代相比，到了明清时期，“农商并重”理论越来越

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思想的深度和影响的广度也大大向前迈

进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对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批判往往

与对儒家“贱利论”的 指出：“人心好批判结合在一起。如丘

，通商牟利“利，无有纪极”，“财者，人之所同欲也” ，断不能

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国家如果加以禁止，

“非徒无 ，最为有效的做法应是使“人人其利，而又有其害焉”

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 。黄宗羲则更直截了

当地从“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的观点出发，大

胆揭露统治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的罪行 。这无疑代表了市

民阶级的心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滋长的要求，从而使“农商

并重”理论带上了思想启蒙的色彩，有力地推进了农商关系思想

的发展。

（四）近代的“商战论”和“实业论”

年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自然经济

受到冲击，随之而来，农商关系思想又一次发生深刻的变化。

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一些改革派就提出了以商富

国的论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包世臣和魏源。包世臣提出：“夫无

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

《大学衍义补 总论理财之道上》。
《大学衍义补 市籴之令》。
《大学衍义补 总论理财之道上》。
《明夷待访录 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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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了“本末皆富”的观点也” 魏源则提出了“缓本急

标”的主张，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

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 这些思想，从

总体上讲，可以说仍属于唐宋以来“农商并重”理论的范畴，处

于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发展的第三个大的阶段上。不过，从具体内

容看，实际上已包含着近代走商业富国之路思想的萌芽，因而在

唐宋以来“农商并重”理论基础上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演进和嬗

变。

世纪 年代以后，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薛福成的

“商握四民之纲”、郑观应的“商战”理论相继出现并风靡一时，

以商富国、以商立国的思想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些理论，主张

大力发展商业，并以商业带动民族经济的振兴，救国于危亡之

际，从根本上更有力地动摇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

世纪末 世纪初，受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一些

进步思想家逐渐认识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商战论”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大力倡导“实

业论”。康有为、张謇、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等人都是其代

表人物。如康有为即将“定为工国” 作为变法的经济纲领；梁

启超亦预言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

山则系统地提出了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旨在推进中国的工

业发展进程。工业化思想和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以农立国”基

础上形成的“重农抑商”思想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当然，

由于“重农抑商”思想历经 多年，根深蒂固，虽然它的历

包世臣：《安吴四种》。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
魏源：《圣武纪 军储篇一》。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 《论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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